
【摘要】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列宁青年》开设“我

们的死者”专栏，以此纪念青年牺牲者这一特殊群体，并借此表达共产主义

者的生死观，以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这个专栏意在发掘青年牺牲者在生与

死、希望与毁灭的矛盾与冲突中所展现的价值观，指明青年群体作为进步和

希望的代名词、作为时代的“先驱者”，其牺牲对唤醒民众具有重大意义。以

《列宁青年》为例，研究关于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本，可为当代纪念文本的书

写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列宁青年》 中国共产党 青年牺牲者

在中共党史上，对牺牲者的纪念既是一种对过往者的追思，更是一种对后来者的激励。这

些悼念文字所展现的英勇无畏、顽强抗争的牺牲者形象往往能引发读者的共鸣，直击读者的内

心世界，从而吸引更多有志者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共

青团员被捕杀害，死难者数量急剧增多，中国共产党更加意识到加强革命宣传、揭露国民党反

动派罪恶的重要性。于是，《布尔塞维克》《列宁青年》等一批党、团的机关刊物率先设置“我们

的死者”这一专栏，集中悼念革命中的牺牲者。自1928年10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一期起，至1929

年10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止，《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栏目共刊载12篇文章，平均每两期

一篇，这一固定栏目的开辟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与期望——逝者

已矣，但事业永存。

《列宁青年》是继《中国青年》《无产青年》之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又一机关刊物，自

1928年10月22日创刊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历经多次停刊与复刊，于1934年3月20日

最终停刊。《列宁青年》内容涵盖团中央的各种文件、决议、宣言，各种时评政论，对国外青年状

况的介绍，各地青年真实状况的纪实以及青年运动的记述等。目前学界对《列宁青年》的研

究，宏观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青年期刊演变史的梳理以及《列宁青年》对推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和青年宣传工作的意义的研究，微观层面上则集中于对《列宁青年》发行史、作者

群与相关内容的考证，较少对其中具体栏目进行考察。而“我们的死者”作为《列宁青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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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固定栏目，充分展现了《列宁青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的特色，具有

一定的研究价值。

与《布尔塞维克》等其他刊物不同，《列宁青年》作为一本面向青年群体的期刊，其性质决定

了它所纪念的牺牲者均为青年英烈。牺牲者所拥有的“青年”这一身份符号，是《列宁青年》中

“我们的死者”栏目与《布尔塞维克》等期刊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这一纪念文本的最大特质。

青年这一形象本是希望和未来的代表，是最不应该和牺牲产生关联的，而青年所承载的希望

与青年牺牲所带来的毁灭，构成了生与死的强烈冲突。这组矛盾与冲突也衍生出了“青年何

以牺牲”与“青年以何牺牲”的尖锐之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具有超乎寻

常的特殊意义。本文试图对《列宁青年》中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本展开研究，以发掘并揭示

这种特殊意义。

一、对青年牺牲者形象的书写

《列宁青年》作为一种互动媒介，通过对青年牺牲者的形象书写，沟通了作为纪念者的中国

共产党与作为接收者的广大青年群众，使广大青年群众更积极地参与到革命活动中来。作为

形象的书写者与建构者，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从由真实历史所构成的“资料库”中提取客观事

实，并选取其中的典型部分作为形象的来源。在这一基础上，来源将被形象的书写者赋予意

义，并成为客观具象事实—主观建构符号的二联体，这些二联体组成了纪念文本。从文本的展

开向度进行分析，其包含了对象维度的元素选择组合、书写维度的意义植入与时空维度的场景

营造。《列宁青年》中“青年牺牲者”形象的书写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发掘青年牺牲者的共有“品质”

从对象的维度看，“资料库”中元素的选择组合，实际上是从《列宁青年》所记述的青年牺牲

者生平中提炼出部分优良品质作为“共性”，将其视为一种符号化的特征，从而建构了“青年牺

牲者”这一纪念符号。《列宁青年》中所展现的“共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青年牺牲者具有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品格。《列宁青年》中存在大量描述青年牺牲

者英勇无畏的话语，以充分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比如在《悼梁振亚同志》中，作者写道：“反动

军阀用种种残酷的严刑拷打要他招认一切，但他始终不吐半句，在监狱里谈笑自若的过了二

十八天”［1］。另外，《列宁青年》中还描述了青年牺牲者对敌人“糖衣炮弹”的拒绝。比如唐鉴

被捕之后，“这批官僚又请他吃酒，要他供出同志们的所在，他把酒桌一手推翻”［2］。显然，英

勇无畏、不惧牺牲的品格是牺牲者群体最具有共性的品格，这也构成了《列宁青年》对其最基

本的叙述单元。

其二，青年牺牲者富有阶级觉悟，可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列宁青年》中有大量对青年牺

牲者为革命事业而放弃自我的记述，而这种放弃几乎均与个人利益相关，其中有个人较高的身

份，也有较优渥的生活条件，甚至还有传统的家庭伦理与亲情。如在《悼王为宪同志》中，描述

了王为宪为了加入共产党，和他的家庭断绝了关系［3］；又如在《悼一个青年女战士——王经燕同

志》中，王经燕“不甘愿贪享家庭优美安适的生活（她的父亲是永修县的豪绅地主）。不怕凶猛恶

劣的环境……爬山越岭，睡草地，吃糟饭，受冻忍饥的从事农村工作”［4］。通过对这些为崇高的革

命事业舍弃个人利益的描述，《列宁青年》试图说明其行为背后的逻辑——他们为坚定的革命信

仰与阶级觉悟愿意牺牲一切，而这也从侧面揭示出共产主义作为真理的进步性和正确性。

其三，青年牺牲者具有个人私德的完美性。无论是为了革命放弃个人利益，还是英勇无畏

的品格，均是从“公德”或是集体主义角度来叙述的。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一位受敬

·· 55



重的人士除却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之外，还应有与之匹配的“私德”。也正因如此，在短短几千

字的传记中，作者就通过对一些牺牲者行为的描述或评价，高频率地使用“好学求知”“勤俭朴

素”“待人真诚”“团结同志”等词汇描述他们生前品德的高尚。如卓恺泽的同学评价他“在与其

同学的三年里……怀着极热烈的情绪和反抗的精神，对于无论什么问题都抱着极彻底的精神

去探究”［5］，这充分展现出其好学求知的一面。又如纪念马英时，文中言其“各地驰驱，风雨不

辞，寒暑靡间，生活穷困至卖尽衣物以至腰无半文而不丝毫退缩”［6］，这就是“公德”与“私德”相

统一的完美人格。

（二）通过青年牺牲者传达革命的信念

从书写的维度看，意义被编织入文本的方式众多，而《列宁青年》中最具有特色的一点

是书写者通过青年牺牲者的口号与呼告来传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列宁青年》中对青

年牺牲者的纪念文章在描写先烈牺牲时，必有突出其在就义前的壮烈不屈与高喊口号的文

字，与文章整体采用白描的书写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口号是一种发布者主体对接受客

体从心理上施加影响并试图引导客体接受主体发布的内容并实施主体所期待行为的媒

介。作为一种呼告的形式，口号更能激起人民群众的共情，更容易对受众心理进行提示，从

而更好地动员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利用政治口号，甚至为其设立

专门的宣传机构。

具体到“我们的死者”栏目中所展现的口号而言，其中以短句形式的口号居多，主要可分为

三种。第一种是支持性质的，如“共产党万岁”“共产青年团万岁”“苏维埃万岁”“工农兵万岁”

等，代表牺牲者对集体的祝愿，属于一种理想鼓动型的口号，展现出共产主义者愿意为集体的

利益和未来牺牲生命的精神。第二种是反对性质的，如“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世

界大战”等，旗帜鲜明地反对敌人，属于一种目标鼓动型的口号，展现出其认为反动势力必将被

打倒的坚定决心与信念。第三种则是激励性质的，如“同志们继续奋斗”“后来者继续努力革

命”等，属于一种情感鼓动型的口号，展现出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肉体的死亡并非理想的死亡，

后来者若能继承其理想进行奋斗，那么这就意味着其精神不死。

但是，在《列宁青年》中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章中出现的口号和原本含义的口号也存在

某种差异。前者所展现的实际上并非完全是牺牲者的“呼告”，而是纪念文章的作者以牺牲者

的身份和口吻代替牺牲者进行的“呼告”，其根本目的在于告诫后来者完成牺牲者的未竟事业，

展现出共产主义者愿意为崇高事业牺牲自我的生死观。这本质上是对原始口号进行复述与再

加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念文章的作者与原初的口号作者即牺牲者之间发生了一个隐

秘的身份置换，原先的“牺牲者—大众”的传播链被替换为“牺牲者—纪念文章作者—读者—大

众”的传播链。传播链被延长后，必然包含纪念文章作者深思熟虑的再选择，会更多地考虑口

号发出时所针对的对象与口号发出者之间的关系，对原初的口号进行筛选和改良，从而保证口

号的感染力与效用。

就《列宁青年》而言，写纪念文章的作者在借牺牲者之口“发声”时，必然要考虑到读者的心

理状态、文化背景与身份地位等因素，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共产主义者的理念与价值观。由于

《列宁青年》的读者群体涵盖范围较广，其接受与理解能力各异，因此其口号风格往往简单易

懂，通过口号将抽象的概念阐释为人民群众在生活中所能理解的词汇和语句，使其更容易接

受，这有利于提升向人民群众传达共产主义的生死观与价值观的实际效用。

综上所述，《列宁青年》中借青年牺牲者的呼告传达革命理念的书写模式借用了牺牲者的

崇高性来阐释口号的正当性，实现了政治功能的叠加，使得口号所指涉的理念进一步得到加

强，突显出共产主义者崇高的生死观与坚定的信仰。而正是因为共产主义者都有着极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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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死观和信仰，因此生者能完全理解牺牲者的期望与希冀，其代替牺牲者的“发声”才有合理

性。在书写“呼告”的过程中，纪念文章的作者最终将其理念与牺牲者的理念完全融合，并成为

这种理想信念的继承者。而这种代替牺牲者所发出的“呼告”，不仅是其作为生者的义务，更是

其作为一名拥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的自我身份认同。

（三）营造与青年牺牲者“共同”的场景

空间是人类生活及人与人关系形成的重要维度，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交融的一种存在。它

是一种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7］。当一个纪念对象仅在物质空

间存在时，它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但其一旦进入到被建构完成的精神空间或文化空间之中，

其影响力便将延伸至无限。《列宁青年》在建构青年牺牲者形象的过程中，亦十分重视通过营造

青年牺牲者与作者“共同在场”的场景展现其“共时性”，从而构建特定的意义空间，增强其感染

力。如饶漱石在《悼王为宪同志》中记述的两人最后别离的场景，以及《悼马英同志》中的“哪知

我与他这一次的会面竟为最后的诀别，现在思之，不禁黯然”［8］的描述等。

从书写者的角度看，这种“共同在场”的记述与书写者本身的情感取向一致。由于《列宁青

年》中“我们的死者”栏目下的纪念文字均是由逝者的朋友、同学、同事单人撰写，因此书写过程

中个人情感的宣泄自然较他人更甚。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所展现的只是他们根据自身的回忆

构建起来的一部分形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作者最后构建的可能是自我心目中的理

想与客观人物的结合体。其实，“在另一个人的踪迹中，传记作者想必会时不时地找到他自己

的影子，所有的传记都在它的自身内部笨拙地掩盖着一部自传”［9］。因此，作者在讲述革命同志

的生平故事之时，同时也在完成一种对同在进行革命的自我理想形象的书写，这是一种带有崇

敬性的认同。而作者与逝者之间最大的共性恰恰体现在其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因此作者本身

也在无意中更多地书写其与逝者“共同在场”的场景，通过对这种共同场景的记述，来加强自己

与逝者的联系，从而不自觉地营造出“共同在场”的情境空间。

从读者的角度看，这种“共同在场”的记述与读者的情感需求一致。读者对文本的阅读过

程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的接收和理解的过程，读者将自己现在客观存在的现实环境映射到构成

符号本身的大量过去客观实在之上，使得二者产生重叠，让自己“进入到文本之中”，从而产生

情感上的共鸣。《列宁青年》中对青年牺牲者与作者“共同在场”的场景营造，实际上就是以再现

过去的青年牺牲者与作者“共同在场”的身体空间性场景为基础，构建一个特定的情境空间，从

而面向作为读者的“他人”，将位置的空间性转换为情境的空间性。这种由身体的“共同在场”

升华而来的情境的“共同在场”使纪念文本的阅读者更容易“进入”到这一特定的空间之中，使

其更容易受到鼓舞与激励，从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二、青年牺牲者的纪念价值

青年牺牲者作为革命烈士群体中的独特部分，与其他牺牲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具有特别的

象征含义与身份。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是革命的先锋，在唤醒和鼓舞人民群众的

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青年牺牲者具有特殊的纪念价值。

（一）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与未来

从概念史的角度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青年阶层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受到重视。

但随着社会的演化与变革，“青年”的概念和形象也被赋予新的内涵。“青年”这个概念具有永恒

的内在不满足与变动性，但也由于青春的转瞬即逝，使它以最特别的形式召唤着一个不断面向

未来、瞬息万变、难于安定下来的新时代。于是在这样的期待和召唤下，“青年”就代表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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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止境的历史动力［10］。在此过程中，“青年”已从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上升到主观概念层面

的存在，成为某些理念和观念的集中表达。从《新青年》唤起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中国共产

党对青年运动的重视，“青年”俨然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登上了社会舞台。

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所说的那样，“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

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11］。

“青年”这个群体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在未来有无限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洒脱不羁的气

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青年”的形象作为一种“来者”，是可以生发可能、解决问题的。

青年应当是“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

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12］的。社会问题全要靠这

个国家的青年用自己的勇气、朝气和知识去发现，去探索，去解决。因此，中国青年在当时代表

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是先驱者和探索者，是许多人的精神寄托。而那些接受了民

主科学的进步思想、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意革命、加入共青团或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更

是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他们是最具有未来可能性的群体，也是最

被寄予厚望的群体。

（二）青年既是“牺牲者”又是“先驱者”

在《列宁青年》的叙述中，上述承载着民族和国家希望的优秀青年，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无情

地杀害。“他们仅只经过这样一次含糊的审问，便于是日下午三时……执行枪杀”［13］“草草一审，

慷慨不屈，即提出枪毙，距被捕仅一昼夜”［14］，这样的审问是何等的轻率、无理和残暴，是对未来

的轻易扼杀，与青年的朝气和希望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展现出一种史诗般的悲剧感，更能激

发读者的悲愤之情，这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毫无人性，同时也将“青年因何牺牲”这一疑

问的答案清晰地摆在读者面前。在此之后，它又告诉读者，虽然青年的身躯是脆弱的、会被枪

弹消灭的，但他们的精神是坚强的、不灭的。“马英同志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萦绕在一切革命同志

的心坎中与革命潮流的波涛相激荡，直至工农兵苏维埃革命的胜利”［15］，所以必须抛弃幻想，认

清残酷的现实，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为坚决的斗争。

在《列宁青年》的传记文字中，有一些对他者“观看”这一悲剧后情感变化的描写，如“周围

的观众尤其是学生们，受了这激昂悲愤的刺激，有的捶胸落泪，更有许多痛哭得回去不能吃饭，

对我们的死者都深深的表示热烈的同情”［16］。这是用青年学生对青年牺牲者的同情来歌颂牺

牲者的人格魅力，控诉反动派的不得人心，而一般市民则“受了我们死者最后的呼声的激励，愈

加认清了国民党军阀的残酷”［17］，甚至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的人也会受到感染，比如，在《追

悼我们的青年战士——冯广同志》中，作者记述冯广被秘密杀害时，其“慷慨激昂令那执枪的士

兵同牢的囚犯，都哀痛悲愤”［18］。此外，《悼梁振亚同志》中也有“那执法的士兵，亦为他手软”［19］

的描写；在《唐鉴同志的死》中则记述道：“连武汉的侦探警察，亦表示叹息”［20］。

其实从进步学生到普通的人民群众，再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方的士兵、军警，这是一个

逐步递进的过程。他们或许是被青年牺牲者的豪气所感染，或许是为其遭遇而感叹，因而产生

一种精神上的共鸣。这样的文字其实也是在告诉《列宁青年》的读者，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被

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逐渐理解，而如鲁迅笔下华老栓夫妇那样的“愚民”，又或是事不关己的

“看客”正在逐渐变少。既然如此，那么这些青年的牺牲就不再是一场彻底的悲剧，他们用自身

生命的悲壮落幕为下一幕的开幕播撒了光明的种子，他们正在逐步“唤醒”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如此一来，他们的牺牲也就不再是无谓的，而是有价值的。这些青年的“死”，正是为了换取未

来青年的“生”，这也是“青年”这个群体作为“先驱者”的最本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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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青年作为“先驱者”的含义并不止于此。如果将“先驱者”的含义在时间轴上进行延

展，那么作为“先驱者”的“青年”还具有永生不灭的特质。“青年”这个群体的另一重要意义在

于，青年是会不断生长出来，无穷无尽，不可能完全消灭的，是一个不断迭代和更新的群体。正

如其中的一篇悼文中写道：“经燕同志便是这成千累万中的一个，我们未死的同志……现在只

有更积极的，更勇敢的，努力的继续着先烈的遗志而奋斗而前进”［21］。因此，在《列宁青年》的描

述中，“青年”已被建构为一种“子子孙孙无穷匮”的符号、一种永不灭亡的符号，因此纵使有牺

牲，后来者也必然接起前人的火炬，传承前辈未竟的事业和理想，这也是“青年”这个群体作为

“先驱者”的永恒价值所在。

因此，每一位牺牲者与死难者都值得被铭记，正是无数的具有鲜明特质的个体构成了那个

时代的青年群像。《列宁青年》中所描绘的这些青年牺牲者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各异，却共同拥有

先驱者和牺牲者的双重身份。在生与死——代表希望的“青年”与代表毁灭的“牺牲者”——这

对矛盾与冲突的碰撞中，这种牺牲者和先驱者的双重身份赋予“青年”这一群体及青年牺牲者

作为纪念对象的崇高价值。

（三）青年既是“激励者”又是“领路人”

如何让“青年”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与自身的“被概念化”，从而明确“自我”这个个体与整

个群体的价值，加入到革命活动中来？答案是由外而内的唤醒。因此，青年牺牲者还兼具有革

命激励者与同侪领路人的身份。从结果上看，无论是青年牺牲者的牺牲，又或是《列宁青年》对

青年牺牲者的纪念，对唤醒青年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大革命失败后，青年普遍处于一种

迷茫的状态。未来的革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要不要革命？以上问题困扰着那个时代的大批

青年。曾于大革命时期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国民党党部秘书工作的杨玉清在日记中记述道：

“这两天很忧愤，直若重病烦扰我、摧残我一般……茫茫大地，寻不出我的出路来。我好比走到

悬崖绝壁，一片峰峦横亘在我的前面……无路可走比走荆棘之路的痛苦更加十倍，这种的痛苦

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局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22］这代表了当时许多青年的心态。但

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的心态逐渐发生了转变。这主要还是中国共产党编纂包括《列宁青年》

在内的大量宣传材料进行宣教工作的结果。《列宁青年》构建的“青年牺牲者”形象传递出每一

位牺牲者与死难者都值得被铭记的信息，而正是无数的具有鲜明特质的个体构成了那个时代

的青年群像。

只要青年读者这个群体存在自我认同的需求，那就必然需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创造和

建构这样的形象。这些被建构的青年牺牲者形象一方面符合青年在精神生活上的渴求，另一

方面亦可占有一定的公共空间，并以之感染和唤醒更多的人。经历了短暂失败和迷茫的青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主动团结到共产主义旗帜下，或是在白区领导青年运动，或是到苏区

参加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一年多之后的1929年初，青年的革命面貌就焕然一新。“红军

与赤卫队的组织，青年在其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至于乡村中的自卫队，则更完全由青年组织而

成，他们勇敢地进行放哨、站岗、侦探及其他特殊工作，有时并且参加作战。”［23］从中可以看

出，部分青年很快从失败与牺牲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更为英勇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在《列宁

青年》发行后的第三年即1931年，福建省“全省青年运动也就更加向前发展。自‘三·一五’反

军阀战争示威，而至于红色五月的斗争便是铁一般的明证……参加者将近千人……虽白色恐

怖厉害，交通上联系不好，致使改换地点，但青年还是英勇的参加”［24］，而中共山东省委甚至有

报告称，山东省博兴县“整个国民党县党部完全加入了C.P.……区长也加入了C.P.”［25］，从而使

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列宁青年》完全封禁，由此可见《列宁青年》有着强烈的鼓舞人心和宣

传革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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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纪念青年牺牲者的启示

作为体系化青年牺牲者纪念文本的开创者，《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这一专栏具有非

同寻常的意义，它所开创的纪念模式，对后来的《青年实话》《全民抗战》《青年知识》等杂志在栏

目设置和话语表达上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青年烈士传记的

撰写亦是承其余绪。因此，以《列宁青年》为例研究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牺牲者的纪念文本，可为

当代纪念文本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通过结合当时青年的真实感受书写纪念文字

诞生于革命年代的对牺牲者的纪念文字必然带有一定的崇高性，而将这种崇高性通过文

字展现出来并使人民群众能理解接受并非易事，因为这种崇高性可能距离读者较为遥远，使其

无法切身体会。如何在保留崇高性的基础上，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想要传达

的理想和信念，是书写纪念文字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列宁青年》在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方向，

即站在读者的维度关注青年，书写真实的青年感受。由于《列宁青年》中“我们的死者”一栏本

身属于读者来稿的范畴，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并非泾渭分明，所以他们并不会以一种高高在上

的、说教式的风格进行书写，而是站在读者的角度表达作者的思绪。在事实的选取上，《列宁青

年》十分注重贴近青年，在牺牲者生平的阐述中尽量选取当时青年感同身受的客观事实来影响

青年，多用寒暄的语气拉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升了文字的感染力，将牺牲者的

崇高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隐藏于细微而不琐碎的描述之中。

因此，我们今天撰写纪念文字，也要顺应时代发展、紧跟时代步伐、牢扣时代脉搏，反映当

代青年的心声，贴近当代青年的客观实际，在符合国情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建

构，既要保留其崇高的价值内涵，又要尽量使用富有人情味的语言将“故事”讲得生动感人、易

于理解，着重提炼真问题、总结真经验、刻画真形象，激起当代青年的兴趣，从而争取广大青年

群众的拥护，使其更好地传承青年牺牲者的精神，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二）通过将个体融入群体的方式建构集体记忆

特定时期某一社会的大多数群体成员所具有的比较一致的社会心态，并非完全是自发形

成和随意蔓延的，人群共同体的心理状态最终发生趋同，是因为它们是以某种心理模板为框架

建构起来的［26］，而这种心理模板是可以通过他者进行构建的，纪念文字即是构建这一模板的重

要手段。作者使用纪念文字为死者树立“纪念碑”，而这种“纪念碑”实际是由个体故事所组成

的。《列宁青年》通过个体故事描绘和重现过去的行为，怀念和反思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将每

一位纪念对象背后代表的历史串联起来，从而使人群共同体的心理状态趋向一致，使个体记忆

凝结成集体记忆，并将其作为保留一个团体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

因此，只有把特定的群体纳入到具有某一共性主题的故事叙述之中，才可能将这些故事从

个体的故事改造成为集体的故事，以此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集体记忆。《列宁青年》也正是利用

集体记忆所具有的持久性与稳定性来吸纳个人经验，从而达到宣传某种概念或思想的目的。

这样既可以增添历史叙事的真实感，同时又能展现革命进程中个人生活及其思想变化，从而丰

满革命的历史细节，突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强化革命的历史意义。而这种书写方式也能为当

代的纪念文字书写以及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提供宝贵经验。

（三）通过对牺牲者的纪念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

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述：“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

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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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27］。对牺牲者的纪念，也表明了中国共

产党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价值观与文化观，这对于展现中国共

产党尊重历史、尊重先烈的政党形象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亦是书写纪

念文本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列宁青年》的经验而言，它不局限于官方撰稿，而是搭建一个“编读互动”的平台，鼓励

有识青年进行自我表达与自发悼念的举措，有利于展示中国共产党重视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

政党形象。正如《列宁青年》创办时所言：“我们征求一切死难同志的传记，此后特辟‘我们的死

者’一栏，专为纪念革命先烈的地方”［28］，这种纪念是不论身份地位的，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就值得被大众所铭记，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铭记每一位为革命事业做出

奉献的牺牲者和每一位在白色恐怖下平凡的死难者的深厚情怀。

综上所述，以《列宁青年》等期刊为代表的纪念青年牺牲者的文章，为中国共产党与共青团

积累了书写纪念文字的经验，为之后的纪念仪式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中国青年迎来实现抱负、施展才华的难得机遇，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重任。而值此青年接续奋斗之时，追思过往进步青年的所思所

想、所行所闻，追念其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抛洒热血的光荣事迹，既是传承中国青年一

以贯之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与忠贞初心、激发当代青年砥砺奋进的重要举措，更是

当代青年作为“生者”与青年革命先驱精神传承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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